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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

件。 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

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

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

型、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数

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

差异以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

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 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

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

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

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 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

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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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城市

需要从规划、建设和治理等全方位出发，确保科

学的城市布局和良好的运转秩序以提高城市抵

御各类灾害和风险的能力［１］。 城镇化建设在

改善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文明程度与公共服务

水平、集聚城市人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

自然灾害风险上升、生态环境过载、居民生活质

量下降等治理难题。 基于城市脆弱性，为更好

地应对城市中所遇到的各类冲击和压力，城市

韧性这一概念由此出现，其是指城市系统在逆

变环境中能够通过协调、适应和优化以吸收治

理风险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有效维持城市平

稳运行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２］。 我国城市韧

性建设运动发展相对较晚，２０１７ 年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首次提出“韧性城市”和“海绵城市”的
概念，之后，北京、上海等陆续将“加强城市应

对灾害的能力和提高城市韧性” “建设韧性城

市”等表述列入新一轮城市应急规划和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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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

问题》对韧性城市建设作出了决策部署和工作

指导，鼓励支持更多城市在区域规划和设计阶

段将韧性工程纳入城市网络系统中的各个方

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后
文简称为“十四五”规划）则将城市韧性建设工

作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明确提出建设韧性城

市。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韧性城市建设

是新时期我国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

共识和路径选择，是城市高质量建设的重要表

征和新范式，把韧性城市建设要求融入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着力提升城市抵御自然灾害和

治理风险能力是必要的、必需的。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韧性城市建设水平，我

国不断强调数字技术与韧性城市的融合发展。
“十四五”规划既提出建设韧性城市的要求，也
对城市智慧化水平的提升做出规定；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面对当前数字政府、智慧治理转型的重大机遇，
要让计算的“张力”成就城市发展的韧性，如今

年两会期间，委员提案指出，要树立智慧韧性治

理理念，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建设互联

互通、统一安全的数智化监督平台，提升城市治

理效能［３］。 数字技术既解决了传统城市治理

中的技术和手段不精细问题，又能够让城市系

统在面临突发灾害或危机时，通过对相关信息

实时收集、综合分析处理、仿真模拟等技术来为

政府快速提供应急方案，提升城市应急能力和

防灾能力。 但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由于

应用本身就伴随着诸多风险，数字技术也可能

会带来数字风险，给城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

冲击［４］。 从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建设的区域

发展情况来看，尽管许多城市已陆续开始实施

数字化转型工作，但由于各城市的发展阶段、经
济发展水平等存在差异，城市数字韧性建设水

平参差不齐。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是如何

耦合发展的？ 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总体

耦合协调情况是否存在空间差异？ 影响数字技

术系统与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性的主要影响

因素是哪些？ 为解答这一系列问题，本研究梳

理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

程，构建了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以

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

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

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指出数字

化背景下韧性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提

出数字化发展背景下纾解的可能路径和提升城

市韧性的政策建议。

二、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

协调过程分析

１． 文献回顾与述评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和全球不稳定性风险

的增加，城市韧性的相关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

的热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城市韧性的

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韧性城市运行机制、韧性

城市规划、城市韧性度的评价与测度、城市韧性

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城市是一种由自然、经济、
政治、技术、社会等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

一个复杂系统［５］，这种复杂特性构成了城市韧

性的基础，而这种复杂状态让城市能够应对突

发冲击，并对这些突发冲击产生韧性。 同时，城
市的系统结构又相对松散，使得系统可以通过

多重动态演化路径来分散风险，保证城市系统

的平稳性［６⁃７］。 对韧性城市的提前规划有助于

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来提高城市对偶然突发

冲击的应对能力［８］，其通常可分为 ３ 个步骤：首
先评估城市的脆弱性，然后改革体制机制以降

低城市脆弱性，最后提出规划思路和具体的规

划方案以提高城市韧性［９］。 评估城市韧性，即
检验城市系统维持、恢复、适应或转化的能力，
为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但如何评估城市韧性，学术界当前并未形成较

为统一的意见。 联合国从韧性、适应性和变形

性三方面构建评价框架对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城

市韧性进行评价［１］；也有从社会、经济和生态

等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韧性进行测

度［１０］。 关于哪些因素会对城市韧性产生影响，
学术界从多个视角进行讨论，发现基础设施建

设［１１］、产业多样性［１２］、创新活动［１３］、社会资本

积累［１４］、政策和制度环境［１５⁃１６］以及数字技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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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１７］等都会对城市韧性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关

系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陈苏超

等讨论了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提升城市韧性

的路径［１８］；谭日辉等基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讨论

数字平台的优化和嵌入路径以提升城市韧

性［１９］；肖春梅等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

济可以有效提升城市韧性水平［２０］。 数字技术

具体是通过人力资本、城市创业、技术创新、实
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金融发展等渠道来对城

市韧性产生影响［２０⁃２２］。 钟学思等探讨了中国

１９ 个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

度［２３］。 还有部分学者围绕数字紧急状态下城

市韧性问题进行了探讨，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等均认为虽

然数字技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城市韧性，
大规模信息收集和监控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对隐

私保护的担忧，对数字紧急状态和城市韧性带

来新风险［２４⁃２５］。 通过采用区块链技术或加密

技术等手段虽然可以缓解对数字紧急状态和城

市韧性带来的隐私风险［２６］，但仍然存在诸多缺

陷，甚至可能会带来如“数据劫持”“数据投毒”
等新的治理风险［４］。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关于数

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视角下

探讨数字技术提升城市韧性的路径，以及从定

量视角实证数字技术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以及影

响路径。 以上研究基本上以讨论数字技术对城

市韧性的单向影响为主，鲜有研究是基于城市

层面数据探讨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相互

作用与机制。 相比已有研究，本研究尝试厘清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过程。 此外，
本研究将城市韧性评价维度从社会、经济和生

态等 ３ 个维度拓展到社会、经济、生态和基础设

施等 ４ 个维度。 此外，本研究运用耦合协调度

模型、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数字

技术与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相关障碍因

子进行研究与分析，探讨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

时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及成因，指出数字化背

景下韧性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政策

建议。
２．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分析

赵瑞东等认为城市韧性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包括城市经济韧性、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生

态韧性等子系统［２７］。 结合赵瑞东等研究结论，
本研究认为城市韧性系统包括了城市经济韧性

系统、社会韧性系统、生态韧性系统和基础设施

韧性系统。 城市韧性是一个复杂、动态和不断

演化的系统，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嵌入

的系统，两者可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实

现耦合协调（图 １）。
从数字技术推动城市韧性建设的作用机制

分析，数字技术分别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社会

韧性、生态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 ４ 个方面来推

动韧性城市的建设：首先，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

经济社会的创新能力，其催生的新商业模式和

业态［２８］丰富了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数字化消费

场景，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应对冲击的手段与

路径。 其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渗入

社会韧性建设各个环节，显著地提高信息沟通

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运行效率，改善市场失灵

情况［２９］，增强城市社会韧性。 再次，数字技术

通过快速搜集城市运转系统中的信息，及时给

出科学的应对方案和措施，并通过通信技术加

快应急方案的传达，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生态韧

性［３０］。 最后，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城市预警

系统运行能力的提升，通过提高数据存储、分析

和传输等能力，使得预警系统能够更为及时准

确地预判可能发生的灾害，提升城市基础设施

韧性。
反之，当城市韧性水平较高时，城市可以为

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提供充分的保障：从供给

侧来看，韧性水平较高的城市有动力主动增加

数字研发投入、加大数字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
这为数字技术的良好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与

保障，有助于数字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城市经济、
社会、生态和基础设施系统。 韧性水平高的城

市能主动进行制度改革以适应数字技术时代的

到来，通过改善城市教育体系、完善公共基础设

施等途径提升地方品质［３１］，为数字技术的良好

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障与创新环境保障。 从需

求侧来看，城市和居民均对数字技术的需求逐

渐增加，需求的增加激励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力

度，推动政府在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中大力应

用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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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过程

总的来看，数字技术是推动城市韧性水平

提升的重要力量，城市韧性则是数字技术发展

的基础保障。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过程

是动态的、不断演化的，两者的耦合系统是通过

不断自我调节最终进入互相促进、互利共赢的

协调发展阶段。

三、研究设计

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研究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

性，本部分分别构建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的评

价指标体系，基于该结果测算两者的耦合协调

指数。 基于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获得性等原

则，构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表 １）。 城市韧性是在经济、社会、生态、
基础设施等各因素影响之下构成了极具复杂

性、开放性和综合性的城市耦合系统，借鉴已有

的做法［３２］，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和

基础设施韧性 ４ 个维度选取 ２４ 项指标构建城

市韧性评价的指标体系。 由于数字技术涉及范

围广［３３］，当前学界对数字技术尚未形成统一界

定，参考已有研究［３４⁃３５］，从数字技术基础、数字

产业收益、数字创新能力 ３ 个视角选取 ９ 项指

标构建数字技术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上

两项评价指标体系相互独立。
２．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应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我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及

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

处理，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以

及障碍度模型对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

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相关障碍因子进行研究与

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

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 Ｗｉｎｄ
数据库等，个别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进行

补齐。
（１）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的综合评价

模型

为测度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度和耦

合协调度，首先分别计算各省市数字技术和城

市韧性的发展水平。 鉴于指标对系统具有正向

或负向影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

的影响，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正向指标计算公式为

ｙｉｊ ＝
ｘｉｊ － 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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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层

准则
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
属性

城
市
韧
性

数
字
技
术

经济
韧性

社会
韧性

生态
韧性

基础设
施韧性

数字基
础设施

数字产
业收益

数字创
新能力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
职工平均工资 元 ＋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元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元 ＋

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 人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 ＋

每万人中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
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

从业人员占比
％ ＋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比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单位 ＧＤＰ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ｔ －
单位 ＧＤＰ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ｔ －

单位 ＧＤＰ 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 ｔ －
医院、卫生院数 个 ＋
人均道路面积 ｍ２ ＋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１ ／ ｋｍ ＋
供水普及率 ％ ＋
燃气普及率 ％ ＋

每万人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万户 ＋
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户 ＋

每万人年末邮政局数 处 ＋
每万人电信业务总量 万元 ＋
每万人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每万人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从业人员数

人 ＋

Ｒ＆Ｄ 经费支出 万元 ＋
发明专利授权数 件 ＋

负向指标计算公式为：

ｙｉｊ ＝
ｘｍａｘ － ｘｉｊ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２）

式中：ｙｉｊ为第 ｉ 个市第 ｊ 个指标 ｘｉｊ的标准化结果

值，且 １≤ｉ≤ｎ；ｘｍａｘ和 ｘｍｉｎ分别为 ｎ 个城市中第

ｊ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熵权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主观性。 本研究运用熵权法对系统发

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具体赋值如下：依次计算

标准化之后各个城市的各指标所占比重Ｐ ｉｊ、指
标信息熵值Ｉｉ和指标权重Ｗ ｊ，进而计算各省市

的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得

分，分别记作 Ｓ 和 Ｅ。

Ｐ ｉｊ ＝ ｙｉｊ ∑ ｉ
ｙｉｊ （３）

Ｉｉ ＝ －
∑ ｉ

Ｐ ｉｊ ｌｎＰ ｉｊ

ｌｎＮ （４）

Ｗ ｊ ＝
１ － Ｉ

∑ ｊ
（１ － Ｉ）

（５）

Ｓｉ ＝ ∑ ｊ
Ｗ ｊ ｙｉｊ （６）

Ｅ ｉ ＝ ∑ ｊ
Ｗ ｊ ｙｉｊ （７）

　 　 （２）耦合度与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为判断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关联与影

响的程度，本研究在对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

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构建数字技术

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度模型：

Ｃ ＝ ＳＥ
Ｓ ＋ Ｅ

２( )
２ （８）

式中：Ｃ 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度，数值

取值区间为（０，１］；Ｓ 和 Ｅ 分别为数字技术与

城市韧性的综合发展指数，如果两系统之间耦

合程度越高，则系统越协调，Ｃ 的值就越接近

１；反之则为两系统之间耦合程度低，表现为失

衡状态、缺乏稳定性。
由于耦合度模型仅反映系统之间耦合关系

的强弱，无法表征系统间是高水平促进还是低

水平制约。 此外，当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都

较小时，两者耦合程度将会被高估，为避免出现

以上现象，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进一步分析

系统间良性耦合程度：

Ｄ ＝ ＣＴ （９）
Ｔ ＝ αＳ ＋ βＥ （１０）

式中：Ｄ 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度；
Ｔ 为综合发展水平，其计算结果值与待定系数 α
和 β 的取值相关；α 和 β 分别为数字技术与城市

韧性的相对重要性，本研究认为数字技术与城市

韧性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因此将待定系数 α 和 β
都取值为 ０． ５。 基于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

协调度数值范围，参考以往文献［３６⁃３７］，将系统耦

合协调水平划分为失调衰退、中度失调、基本协

调、中等协调、高度协调共 ５ 个等级（表 ２）。
（３）差异性测度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对于传统基尼系数进行了

改进与修正［３８］，能够更有效地量化空间非均衡

问题，且与泰尔指数相比，其解决了区域间的样

本交叉重叠情形，能实现对总体地区差异贡献

·９９·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表 ２　 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及阶段特征

耦合度 耦合程度 协调度 协调阶段 阶段特征

（０． ８，１． ０］ 高度耦合

（０． ６，０． ８］ 磨合耦合

（０． ４，０． ６］ 拮抗耦合

（０． ２，０． ４］ 低度耦合

（０，０． ２］ 无序耦合

（０． ９，１． ０］
（０． ８，０． ９］
（０． ７，０． ８］
（０． ６，０． ７］
（０． ５，０． ６］
（０． ４，０． ５］
（０． ３，０． ４］
（０． ２，０． ３］
（０． １，０． ２］
（０，０． １］

高度协调

中等协调

基本协调

中度失调

失调衰退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中等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重度失调

极度失调

的完整识别，并具备良好的分解效用。 因此，选
取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对于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和分解。 总体

基尼系数 Ｇ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Ｇ ＝
∑

ｋ

ｊ ＝ １
∑

ｋ

ｈ ＝ １
∑
ｎｊ

ｉ ＝ １
∑
ｎｈ

ｒ ＝ １
ｙ ｊｉ － ｙｈｒ

２ｎ２�Ｙ
（１１）

式中：ｎ 为样本内城市总个数；ｋ 为地区划分的

数量；ｎ ｊ、ｎｈ分别为为第 ｊ、ｈ 区域内城市的数量；
ｙ ｊｉ、ｙｈｒ分别为区域 ｊ、区域 ｈ 内的第 ｉ、ｒ 个城市的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综合得分；�Ｙ
为样本内所有城市的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

协调度的平均得分。
在预先对各区域的综合指数得分以均值大

小进行排序以后，将总体基尼系数 Ｇ 分解为区

域内差异贡献Ｇｗ、区域间差异贡献Ｇｎｂ和超变密

度贡献Ｇ ｔ共 ３ 个部分，总体、区域间以及区域内

基尼系数的大小代表了耦合协调度的高低。 超

变密度贡献Ｇ ｔ代表各区域由于交叉项的存在而

对总体差距产生的贡献。 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Ｇ ＝ Ｇｗ ＋ Ｇｎｂ ＋ Ｇ ｔ （１２）

Ｇｗ ＝ ∑
ｋ

ｊ ＝ １
Ｇ ｊｊ Ｐ ｊ Ｓ ｊ （１３）

Ｇｎｂ ＝ ∑
ｋ

ｊ ＝ ２
∑
ｊ －１

ｈ ＝ １
Ｇ ｊｈ（Ｐ ｊ Ｓｈ ＋ Ｐｈ Ｓ ｊ） Ｄ ｊｈ （１４）

Ｇ ｔ ＝ ∑
ｋ

ｊ ＝ ２
∑
ｊ －１

ｈ ＝ １
Ｇ ｊｈ（Ｐ ｊ Ｓｈ ＋ Ｐｈ Ｓ ｊ）（１ － Ｄ ｊｈ）

（１５）

Ｇ ｊｊ ＝
∑
ｎｊ

ｉ ＝ １
∑
ｎｊ

ｒ ＝ １
ｙ ｊｉ － ｙ ｊｒ ／ ２ �Ｙ ｊ

ｎ２
ｊ

（１６）

Ｇ ｊｈ ＝
∑
ｎｊ

ｉ ＝ １
∑
ｎｈ

ｒ ＝ １
ｙ ｊｉ － ｙｈｒ

ｎ ｊ ｎｈ（�Ｙ ｊ ＋ �Ｙｈ）
（１７）

Ｄ ｊｈ ＝
ｄ ｊｈ － Ｐ ｊｈ

ｄ ｊｈ ＋ Ｐ ｊｈ
（１８）

ｄ ｊｈ ＝ ∫∞
０
ｄ Ｆ ｊ（ｙ）∫ｙ

０
（ｙ － ｘ）ｄ Ｆｈ（ｘ） （１９）

Ｐ ｊｈ ＝ ∫∞
０
ｄ Ｆｈ（ｙ）∫ｙ

０
（ｙ － ｘ）ｄ Ｆ ｊ（ｘ） （２０）

式中：Ｇ ｊｊ为区域 ｊ 的基尼系数；Ｇ ｊｈ和Ｇｎｂ分别为

区域 ｊ 和区域 ｈ 之间的基尼系数、区域 ｊ 和区域

ｈ 之间的差异贡献；Ｐ ｊ、Ｐｈ为区域 ｊ 和区域 ｈ 城

市数量占比，即Ｐ ｊ ＝
ｎ ｊ

ｎ ，Ｐｈ ＝
ｎｈ

ｎ ；Ｓ ｊ、Ｓｈ为区域 ｊ 和

区域 ｈ 中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的均

值与全国均值的比值，即Ｓ ｊ ＝
ｎ ｊ
�Ｙ ｊ

ｎ�Ｙ ，Ｓｈ ＝
ｎｈ

�Ｙｈ

ｎ�Ｙ ；Ｄ ｊｈ

为区域 ｊ 和区域 ｈ 之间的相互影响；ｄ ｊｈ为区域 ｊ
和区域 ｈ 中所有ｙ ｊｉ－ｙｈｒ＞０ 的数学期望，可将其

定义为两个区域间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

同发展水平的差值；同理，Ｐ ｊｈ为超变一阶矩，表
示区域 ｊ 和区域 ｈ 中所有 ｙ ｊｉ － ｙｈｒ ＞ ０ 的数学

期望。
（４）障碍度模型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

对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区域内均衡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厘清制约数字技术与

城市韧性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以期制定

更为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引入障碍度模型对我

国城市的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度的

准则层与指标层的障碍因素进行识别与诊断，
具体公式如下：

Ｍｔ ＝
ｖｉｔ ｗ ｔ

∑
ｎ

ｔ ＝ １
（ｖｉｔ ｗ ｔ）

× １００％ （２１）

ｖｉｔ ＝ １ － ｒｉｔ （２２）

Ａｔ ＝ ∑
ｎ

ｔ ＝ １
Ｍｔ （２３）

式中：Ｍｔ为指标体系中第 ｔ 个指标对数字技术

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水平的障碍度；ｖｉｔ为指标

的偏离程度，表示第 ｉ 个子系统第 ｔ 个指标与发

展目标之间的差距；ｒｉｔ为各指标的标准化值；ｗ ｔ

为指标权重，代表障碍因子的贡献度；Ａｔ为各准

则层对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协调发展水平的障

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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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时空耦合分析

及障碍因子识别

　 　 基于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框架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 ２８５ 个城市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

调指数进行测算，并结合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障碍

度模型对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耦合协调度

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障碍因子进行分析。
１．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发展情况以及二

者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分析

依据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面板数据，分别测算

得到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评价指数、两系

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图 ２）所示。 我国城

市韧性整体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政

府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

与生态环境改善等因素对城市抗风险能力的协

同促进作用，城市韧性水平显著提高。 相较而

言，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韧性，
但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

学技术发展，数字技术发展增速相对较快，系统

内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

图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指数与

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趋势

结合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趋势线来看，我
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度的总体均值在

０． ７ ～ ０． ９，整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系统间耦合度在 ０． ７ ～ ０． ８，我国数字技术

与城市韧性系统处于磨合耦合阶段；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 年，耦合度在 ０． ８ ～ ０． ９，我国数字技术与

城市韧性系统处于高度耦合阶段。 总体来讲，
我国城市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整体波动幅度

较小、关联性较强。 与此同时，我国数字技术与

城市韧性呈现整体协调水平不高的特点，全国

耦合协调度均值处于 ０． ２ ～ ０． ３，未出现较大幅

度的提升，这表明两个系统之间虽然有着一定

的互动关系，但由于我国的数字技术发展在不

同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差距，大部分地区的城

市韧性建设和数字技术融合的进程相对缓慢，
导致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效果尚不明显。
２．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耦合协调度的

空间差异分析

从省级层面的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

调度来看，只有北京、上海的数字技术与城市韧

性耦合协调度达到了中等协调（０. ６≤Ｄ≤０. ８）
阶段，重庆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基本协调（０. ４
≤Ｄ≤０. ６）阶段，其余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则处

于中度失调和失调衰退水平。 这是由于中度失

调和失调衰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
础设施建设不足、资源利用不充分、治理效能较

低等，存在显著的城市韧性缺口，需要加大对韧

性建设与数字技术的投入，提升发展效率，并寻

求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从城市层面的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

调度（表 ３）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
东莞、苏州、天津、成都等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

程度居于全国前列，这些城市的数字技术综合

得分同样也在全国处于前列且增速可观。 这表

明，这些城市社会保障充足，医疗水平先进，抗
风险能力极强，同时其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高，
数字技术推动着城市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

深刻变革。 广州、珠海、舟山、佛山、深圳、榆林、
杭州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水平提升较

大，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涨幅均为 ０. ２ 以上。 其

中，涨幅较大的城市大多集中于广东省，这是由

于近年来广东省持续做强数字经济，以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赋能推

动该省城市治理环环相扣，大幅提升了城市韧

性水平。
为进一步揭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协

调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来源，本研究按照东北、
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和西南七大区域对

城市进行划分，采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分别测算

我国七大区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数字技术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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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主要年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前 ２０ 名城市的准则层得分情况

城市
２０１２ 年

城市韧性 数字技术 Ｄ
城市

２０１７ 年

城市韧性 数字技术 Ｄ
城市

２０２１ 年

城市韧性 数字技术 Ｄ

北京 ０． ４１３ ０． ２０９ ０． ５４２ 北京 ０． ４８７ ０． ２８３ ０． ６０９ 北京 ０． ５６６ ０． ４８０ ０． ７２２
上海 ０． ３８７ ０． １３６ ０． ４７９ 深圳 ０． ３８７ ０． ２５７ ０． ５６１ 深圳 ０． ４８４ ０． ４４０ ０． ６７９
深圳 ０． ３０９ ０． １５８ ０． ４７０ 上海 ０． ４１８ ０． １７７ ０． ５２１ 上海 ０． ５０５ ０． ３１７ ０． ６３２
东莞 ０． ２４０ ０． ０８０ ０． ３７３ 东莞 ０． ３０９ ０． ２０２ ０． ５００ 广州 ０． ４２９ ０． ３６０ ０． ６２７
广州 ０． ３３６ ０． ０５６ ０． ３７０ 广州 ０． ４０８ ０． １２４ ０． ４７４ 杭州 ０． ３６４ ０． ２４８ ０． ５４８
天津 ０． ２５０ ０． ０５９ ０． ３４９ 杭州 ０． ３０３ ０． １１４ ０． ４３１ 珠海 ０． ２６４ ０． ２９４ ０． ５２８
苏州 ０． ２４０ ０． ０６１ ０． ３４７ 成都 ０． ３１０ ０． ０８５ ０． ４０３ 佛山 ０． ２６１ ０． ２２８ ０． ４９４
重庆 ０． ２２７ ０． ０６４ ０． ３４７ 苏州 ０． ２７４ ０． ０８６ ０． ３９２ 成都 ０． ４１４ ０． １３４ ０． ４８５
杭州 ０． ２６１ ０． ０５４ ０． ３４５ 南京 ０． ２７８ ０． ０８４ ０． ３９１ 东莞 ０． ３２８ ０． １６５ ０． ４８３
武汉 ０． ２６１ ０． ０５０ ０． ３３９ 武汉 ０． ２９６ ０． ０７０ ０． ３７９ 南京 ０． ３４７ ０． １１５ ０． ４４７
南京 ０． ２４４ ０． ０４７ ０． ３２８ 重庆 ０． ２７５ ０． ０７４ ０． ３７８ 宁波 ０． ２７２ ０． １３３ ０． ４３６
西安 ０． ２１２ ０． ０５１ ０． ３２２ 天津 ０． ２７１ ０． ０７１ ０． ３７２ 苏州 ０． ３３０ ０． １０９ ０． ４３５
成都 ０． ２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３１３ 珠海 ０． ２６１ ０． ０６６ ０． ３６２ 武汉 ０． ３３５ ０． １０６ ０． ４３４
厦门 ０． １８７ ０． ０３５ ０． ２８５ 西安 ０． ２４３ ０． ０６４ ０． ３５３ 重庆 ０． ３３５ ０． １００ ０． ４２８
长沙 ０． １９６ ０． ０３３ ０． ２８４ 厦门 ０． ２０４ ０． ０６６ ０． ３４０ 舟山 ０． １９０ ０． １６８ ０． ４２３
无锡 ０． １９４ ０． ０３３ ０． ２８４ 济南 ０． ２３９ ０． ０５２ ０． ３３４ 厦门 ０． ２５９ ０． １２０ ０． ４２０
郑州 ０． １７８ ０． ０３４ ０． ２８０ 郑州 ０． ２２６ ０． ０５４ ０． ３３３ 长沙 ０． ２８６ ０． ０８８ ０． ３９８
济南 ０． ２１６ ０． ０２８ ０． ２７９ 无锡 ０． ２０８ ０． ０５４ ０． ３２６ 西安 ０． ２９２ ０． ０７９ ０． ３９０
珠海 ０． ２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２７７ 宁波 ０． ２１１ ０． ０５３ ０． ３２６ 天津 ０． ３０７ ０． ０７４ ０． ３８８
宁波 ０． １８６ ０． ０３１ ０． ２７５ 中山 ０． ２０９ ０． ０５３ ０． ３２４ 合肥 ０． ３０８ ０． ０６６ ０． ３７８

图 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

协调水平的基尼系数演变趋势

韧性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并将其分解为区

域内差距、区域间差距和超变密度，以此对数字

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总差异、区域内

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情况进行探讨与分析。
从图 ３ 可知，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

合协调度总基尼系数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０. １７１ 降低

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０. １５１，之后回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１６５，整体下降幅度为 ０． ００６，这表明我国数

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协调性的差异呈现先下

降后回升的趋势，整体表现为耦合协调差异小

幅度缩小。 超变密度贡献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

源，这是由于部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协调

水平较高的区域内存在协调程度较低的城市，但
这种因区域间城市协调度交叉重叠作用而产生

的极化现象在样本年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区域间差异是区域总体差异的次要来源，

主要由区域间的净差异引起，且该趋势呈现逐

年扩大的趋势。 华中和东北地区基尼系数最

小，区域内各城市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协调发

展程度更为均衡；西南、西北两大区域的基尼系

数呈上升趋势，涨幅分别为 ０． １４５、０． ０１９，说明

区域内部差异不断扩大；华中、华北、华东和东

北 ４ 个区域的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水

平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分别为

０． ０１９、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０，这表明区域内协调

程度差异不断缩小，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

逐渐均衡化；华南地区基尼系数远高于其他区

域的基尼系数，这表明华南地区内各城市的数

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水平的不均衡性

远高于其他区域。
３．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发展耦合协调度的

障碍因子识别

本研究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城市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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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障碍因子，对指标体系各准则层、指标层

所占该层级总体比重的大小进行了测算，分析

影响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

子。 图 ４ 报告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数字技术与城

市韧性耦合协调系统中，准则层与指标层的障

碍因子。 根据结果可知，２８５ 个样本城市分为

中等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失调和濒临衰退 ４ 个

类别。 ４ 个类别中，数字基础设施与社会韧性

均为影响目标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最关键因

素，二者之和均占据了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障碍

度的 ５０％ 以上；生态韧性的障碍度最低，均值

均在 ０． ５％以下。

图 ４　 各准则层的障碍度

为详细分析评价指标层对我国城市数字技

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在准

则层障碍度分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测算了考察

期内系统指标层各指标的障碍因子及障碍度大

小。 排名前 ５ 位的障碍因子分别为每万人国际

互联网用户数（１２． ３４％ ）、每万人移动电话年

末 用 户 数 （ １１． ７４％ ）、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数

（７. ６１％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７． ４２％ ）
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６． ５９％ ）。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

间的耦合协调过程，分别构建了城市韧性水平

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

型、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数

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

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

以及影响因素。 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数字

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

势，尽管数字技术的发展滞后于城市韧性的发

展，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从耦合度来

看，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上升，从早期的磨

合耦合阶段发展到高度耦合阶段，但二者的整

体协调水平仍然不高。 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

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

势，总体表现为差异小幅度缩小。 从城市层面

的空间差异来看，只有极少城市的耦合协调度，
如北京、上海和重庆处于基本协调及以上的发

展阶段，广州、珠海、舟山等城市耦合协调水平

得到较大提升。 从区域层面的空间差异来看，
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

调发展更为均衡，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是最高

的。 第三，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发现，数字基础

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

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
综上，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

调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以供参考：首先，推
动数字技术融入城市韧性建设。 尽管我国数字

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都呈现稳步上升

的趋势，数字技术系统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虽

然有一定的互动关系，但由于我国的数字技术

发展在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差距，大部分

地区城市韧性建设和数字技术的融合进程相对

缓慢，导致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

互作用效果尚不明显。 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数

据平台尚存在开放程度和标准尚未统一、城市

与部门和行业之间的横向协作能力有限等问

题，信息及数据共享程度较弱、沟通协商机制尚

需健全和完整，城市管理者在信息获取和行动

方面缺乏敏捷性，难以就城市突发事件及重大

风险制定系统性、前瞻性的风险防控方案。 因

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规划中应加大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

合互通的数据平台，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运用于城市风

险监测、预警预报、指挥救援等治理环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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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与交流力度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创新

水平，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过程中

的潜力，强化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

耦合协调性。
其次，加强城市间的数字技术合作与联动。

城市之间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数字标准体系建

设进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使得韧性城市

发展存在结构性障碍。 整体上看，我国内陆区

域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协调发展的协调水平差

距明显缩小，而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呈

现小幅度增长。 区际差距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

现象，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

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还体现为大城市和

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 大城市的虹吸效应逐渐

显现，导致人才和资源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不
同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韧性水平

以及两者的协同发展程度的差距还在不断扩

大。 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之

下，需要加快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产业转型升

级，加强各城市之间的数字技术合作和联动，推
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
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最后，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

与福利提升。 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发现，数字

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

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这意味

着在城市韧性发展中应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的背景之下，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

技术已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是筑牢信息时代的发展基石。 因

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不断推进数字基础设

施体系化发展和规模化部署，通过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和模式，推动医疗卫

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

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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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２０２４⁃０３⁃０６（０１８）．

［ ４ ］ 李南枢． 数字紧急状态下韧性城市建设的现实困

局与路径优化［Ｊ］． 理论月刊，２０２３（４）：６７⁃７６．
［ ５ ］ ＤＥＳＯＵＺＡ Ｋ Ｃ， ＦＬＡＮＥＲＹ Ｔ Ｈ．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 Ｃ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３，３５：８９⁃９９．

［ ６ ］ ＡＮＤＹ Ｐ， ＳＴＵＡＲＴ Ｄ， ＪＯＨＮ Ｔ．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０，３（１）：５９⁃
７０．

［ ７ ］ ＧＲＡＢＨＥＲ Ｇ， ＳＴＡＲＫ 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Ｊ］．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３１ （５）：
５３３⁃５４４．

［ ８ ］ ＤＡＶＯＵＤＩ 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Ｊ， ＭＥＨＭＯＯＤ Ａ．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１）：１⁃４４．

［ ９ ］ ＧＬＥＥＳＯＮ Ｂ．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ｗａ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Ｊ］．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８，４５（１３）：２６５３⁃２６６８．

［１０］ 石涛． 黄河流域城市韧性发展水平的时空演进及

驱动要素分析［Ｊ］． 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２２（１）：１３９⁃
１４９．

［１１］ ＤＵＹ Ｐ Ｎ，ＣＨＡＰＭＡＮ Ｌ，ＴＩＧＨＴ Ｍ． 沿海城市的城

市韧性：胡志明市和东南亚其他新兴城市的挑战

和机遇［Ｊ］． 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８（１）：１２５⁃１２６．
［１２］ 徐圆，张林玲． 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

结构多样化视角［ Ｊ］． 财贸经济，２０１９，４０ （７）：
１１０⁃１２６．

［１３］ ＷＯＬＦＥ Ｄ， ＢＲＡＭＷＥＬＬ 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ｓ［Ｊ］．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８
（４）：４４９⁃４６１．

［１４］ ＡＫＧＵＮ Ａ Ｅ，ＫＥＳＫＩＮ Ｈ．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５２（２３）：６９１８⁃６９３７．

［１５］ ＫＡＫＤＥＲＩ Ｃ，ＴＡＳＯＰＯＵＬＯＵ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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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７， ２５ （ ８ ）：
１４３５⁃１４５３．

［１６］ ＥＶＥＮＨＵＩＳ Ｅ．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ｅ１２３３３．

［１７］ 李依浓，李洋． 数字化背景下的韧性城市建

设———以德国达姆施塔特为例［ Ｊ］． 城市发展研

究，２０２１，２８（７）：６５⁃７４．
［１８］ 陈苏超，闫绪娴，范玲． 数字中国背景下城市韧性

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ｆｓＱＣＡ）［Ｊ］． 灾害学，２０２４，３９（１）：６⁃１０．
［１９］ 谭日辉，陈思懿，王涛． 数字平台优化韧性城市建

设研究———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例［ Ｊ］． 城市问

题，２０２２（１）：８６⁃９４．
［２０］ 肖春梅，黄桂鑫． 数字经济是否提升了城市韧

性？ ———来自中国 ２８５ 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Ｊ］．
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２３（４）：１１７⁃１２５．

［２１］ 米嘉伟，屈小娥．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城乡收

入差距［Ｊ］． 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２２（６）：８０⁃９１．
［２２］ 刘家树，顾为都． 数字技术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

机制与效应———基于中国 ２６５ 个城市的实证检

验［Ｊ］． 江淮论坛，２０２３（２）：６７⁃７３．
［２３］ 钟学思，郑睿，蒋楷文．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

市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Ｊ］． 资源开发与市场，
２０２３，３９（１０）：１３２０⁃１３３２．

［２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Ｎ Ｍ．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Ｊ］．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１２６（７）：１９３４⁃１９６５．

［２５］ 卢家银． 非常法时期互联网用户的隐私保护行为

研究［Ｊ］． 国际新闻界，２０２１，４３（５）：６５⁃８５．
［２６］ 张宇栋，王奇，刘奕． “后疫情时代”社区治理中的

个人数据应用：问题与策略［ Ｊ］． 电子政务，２０２１
（２）：８４⁃９６．

［２７］ 赵瑞东，方创琳，刘海猛． 城市韧性研究进展与展

望［Ｊ］． 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２０，３９（１０）：１７１７⁃１７３１．

［２８］ 李佳馨，郭辰，周婷婷． 数字经济、消费升级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省际

面板数据的分析［Ｊ］．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２
（６）：９４⁃９８．

［２９］ 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

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Ｊ］． 管
理世界，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６５⁃７６．

［３０］ 荆林波． 韧性城市的理论内涵、运行逻辑及其在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机遇［ Ｊ］．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１）：１０８⁃１１５．

［３１］ 杨开忠．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逻辑：地方品质驱

动型发展［Ｊ］． 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９，３３（１）：１⁃３．
［３２］ 白立敏，修春亮，冯兴华，等． 中国城市韧性综合

评估及其时空分异特征 ［ Ｊ］． 世界地理研究，
２０１９，２８（６）：７７⁃８７．

［３３］ 刘军，杨渊鋆，张三峰．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

因素研究［Ｊ］． 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６）：８１⁃９６．
［３４］ 乌云图，陶克涛，彭俊超． 产业协同集聚、数字技

术支持与资源错配［ Ｊ］． 科研管理，２０２３，４４（１）：
１２５⁃１３５．

［３５］ 鲁玉秀，方行明，张安全． 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与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 Ｊ］． 经济经纬，２０２１，３８
（６）：２１⁃３１．

［３６］ 陈杨． 数字经济与流通业发展韧性的耦合协调关

系及其空间演化特征［ Ｊ］． 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３
（１３）：１４⁃１８．

［３７］ 王淑佳，孔伟，任亮，等． 国内耦合协调度模型的

误区及修正［ 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２１，３６ （３）：
７９３⁃８１０．

［３８］ ＤＡＧＵＭ Ｃ．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ｎｉ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Ｍ］ ／ ／ ＳＬＯＴＴＪＥ Ｄ
Ｊ，ＲＡＪ Ｂ．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Ｐｈｙｓｉｃａ⁃Ｖｅｒｌａｇ ＨＤ，１９９７．

（编辑：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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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８５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ＭＡＯ Ｌｉｊｕａｎ１， ＸＩＡ Ｊｉｅｃｈａｎｇ２， ＬＩＵ Ｒｕｉｙｉ３（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ｅａ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ｉｇ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 Ｄａｇｕｍ 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２８５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１ ｉ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ｓ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ｗｓ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ｂ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ｕｉｌｄ ａ 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ａｔ ｓｈａｒｅｓ ｄａｔａ，
ｕｎｉｆｉ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６０１·


